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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克服派性」，並採取包括強制手

段在內的各種措施，試圖使派性 

在群眾中失去「市場」。然而，直至

1976年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垮台， 

全國各地的派性鬥爭都未能如願消

弭，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因此，

群眾運動中的派別及其對立，成為

「文革中最引人注目的現象」1。

對立的群眾派別何以形成？對

於這一問題，學界已有多種論述，

其中影響最著者為西方學者李鴻

永、陳佩華等人提出的「社會衝突」

模式。他們認為文革中的派性分

野，主要表現為「保守派」和「造反

派」的對立——前者為文革前社會

體制的受益者，他們希望維持現

狀；後者則為現存體制的受損階

層，他們因階級成份等原因喪失了

向上流動的機會，故而試圖改變現

狀。總之，對於現行體制截然相反

的態度，造成了保守派和造反派的

分裂與爭鬥2。

自1970年代提出以來，社會衝 

突理論長期主導中外學界對於文革

時期派性衝突的解釋。然而這一解

釋範式的未竟之處，亦逐漸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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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而言，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派性矛盾與 

派性鬥爭是一個令人頭痛的頑疾。

從1967年上半年開始，中央反覆號 

社會衝突理論長期主

導中外學界對於文革

時期派性衝突的解

釋。這一解釋範式的

未竟之處逐漸為研究

者所注意：被視作受

損階層的造反派內部

為何也存在嚴重的派

別對立與派性鬥爭？

在「打倒」了保守派

以後，派性鬥爭為何

仍舊持續不斷並升級

至血腥暴力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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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注意：被視作受損階層的造反

派內部，為何也存在嚴重的派別對

立與派性鬥爭？在「打倒」了保守派 

以後，派性鬥爭為何仍舊持續不斷， 

並逐步升級至血腥暴力的地步？自

1990年代開始，部分學者從不同

角度對社會衝突理論提出了質疑和

反思，如徐友漁、魏昂德（Andrew 

G. Walder）、董國強等學者，均在

這一時期發表了不少優秀成果3。

這些論著對派性鬥爭起源及其實質

內涵的重新詮釋，意味着學界對該

議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董國強與魏昂德無疑是這一 

波反思浪潮中的重要人物。早在

2009年，魏昂德已針對社會衝突

理論提出商榷，通過對北京高校紅

衞兵運動的深入討論，發現學生群

體的派性分野並非文革前社會分層

的結果，而是對變化無常的現實政

治的動態回應4。2010年開始，

董國強與魏昂德以南京、徐州等地

的派性鬥爭為考察對象，合作發表

了一系列英文論文5。2012年，

董國強發表〈社會史視野下的「文化 

大革命」研究〉，以南京為例強調文

革中派性問題與身份認同的多變性

與複雜性6。2019年，魏昂德出版 

《中國文化大革命動亂中的行動者》

（Agents of Disorder: Inside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從社會學的理 

論視角出發，借助數據庫及統計學

方法，對1966至1969年間的派性問

題進行全國層面的宏觀闡釋7。

綜合來看，上述研究在摒棄社

會衝突理論的同時，還針對文革中

的派性問題，建構了一個全新的、

系統性的解釋框架。在此基礎上，

董國強與魏昂德又於2021年發表

新著《十年動亂：中國農村的文化

大革命》（A Decade of Upheava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引用只註頁碼）。

本書以江蘇省豐縣的派性鬥爭

為主線，展現在高層政治變動的背

景下，豐縣派性陣營自形成到消亡

的過程，藉此推究群眾派性鬥爭的

真正動力。除緒論與結語（分別為

第一與第九章）外，全書共分七章， 

分別對應豐縣派性鬥爭的不同發展

階段：第二至四章敍述了豐縣派性

陣營形成與派性鬥爭擴大化的過

程，軍隊的介入是鬥爭升級的關鍵

節點；第五章圍繞中央消除地方 

派性鬥爭的努力展開；第六章涉及

1969年以後軍隊對派性衝突的鎮

壓措施（包括「一打三反」以及「清

查『五一六』」等運動），其實質是軍

方扶植一派、摧毀另一派；第七及

第八章側重於遭到鎮壓的一派在文

革後期的反抗活動，以及豐縣兩派

及其主要頭頭的最終結局。兩位作

者的敍事細緻詳實、條理明晰，可

謂面面俱到。

本書封底的一段學術評語提

到，這是第一部縣域範圍的地方文

革史。筆者想補正的是，豐縣並非

中國近現代史上若干引人注目的縣

份之一。選擇這樣一個在中國廣大

農村地區缺乏顯著特色的縣份進行

專題研究，其研究難度與研究價值

均顯而易見。學界現有文革研究格

局的形成由兩方面的原因促成：既

與中心城市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有

關，也是縣一級地方史料難以獲得

的結果。因此本書在史料搜集方面

的一些重要經驗及其指導思想，不

可不為讀者所注意。長達十年的調

查走訪工作，使作者積累了大量當

地群眾組織出版物、傳單、親歷者

董國強與魏昂德的研

究在摒棄社會衝突理

論的同時，還針對文

革中的派性問題，建

構了一個全新的、系

統性的解釋框架。他	

們於2021年發表的新

著《十年動亂：中國

鄉村的文化大革命》

是第一部縣域範圍的

地方文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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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書評 工作筆記、口述資料和回憶錄等非

公開性質的第一手資料，以及流散

在社會上的官方文件和檔案資料。

在官方檔案資料難以獲得的當下，

利用各種替代性資料開展相關研

究，不失為一種切實可行的辦法。

與此同時，兩位作者此前關於南京

（江蘇省會）和徐州（專區首府）的

系統性研究，也為他們全面準確地

解讀豐縣史料奠定了堅實基礎。以

豐縣為代表的縣域文革史因而得以

生動詳實地再現。

一　對社會衝突理論的 
挑戰　　　　

如前所述，2009年後，董國強 

與魏昂德開始對文革中的派性問題

及社會衝突理論加以反思，並產生

了一系列研究成果。這些研究結合

實證史學與社會學的方法，不僅動

搖了社會衝突理論，還對派性鬥爭

的動因提出了若干理論層面的洞

見。其結論大致包括以下六點：

第一，即便此前具備共同立場

和共同利益，文革期間受益階層與

受損階層內部依然會發生分裂。頻

繁變動的政治環境、具有偶然性的

現實因素、造反派組織之間為爭奪

群眾運動的主導地位而合縱連橫

等，都構成派性產生的重要原因8， 

「導致分歧的政治身份認同形成於

文革爆發以後，即具有相同背景的

人們在運動發展過程中做出了不同

的選擇」9。這與強調文革前社會分 

化的社會衝突理論形成巨大反差。

第二，在摧毀既有黨政體系的

造反活動中，機關幹部造反派是一

支重要的力量。1966年10月的中

央工作會議，將幹部維護各級黨

委、站在造反派對立面的行為稱作

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此後幹

部迅速轉向，加入到攻擊現有黨政

機關的群眾運動之中。易言之，既

得利益者（即幹部群體）也成為了造 

反派bk，這一現象顯然與社會衝突

理論相抵觸。

第三，軍隊對地方派性問題的

形成和激化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1967年初實施「軍管」後，軍隊開

始介入地方政局。軍隊的使命原本

是努力促成造反派的「大聯合」。然

而軍隊與地方兩派的複雜互動，以

及中央政策的左右搖擺，最終促使

軍隊擇邊站隊，很快被捲入地方派

性鬥爭之中，從而導致派性格局的

變化和暴力衝突的升級bl。

第四，高層政治持續影響地方

層面的派性鬥爭。一方面，「高層

的非體制性干預在很多情況下造成

運動發展的突然逆轉，使得具有理

性思維的人們常常感到進退失據、

無所適從」bm。另一方面，中央高

層的內部分歧和曖昧態度進一步加

劇了派性之間的對立態勢bn。

第五，與城市的情況相比較，

縣域（尤指以農業為主的縣）派性衝

突呈現規模較小、時間滯後的特徵。 

這些地區以農業為主，難以形成如

城市一般數量龐大的學生與工人群

體——他們是造反活動的主力軍。 

此外，相對偏遠的地理位置，使農

村文革運動在時間上始終落後於 

大中城市。因此，縣域派性衝突在

發展情形與表現形式上與城市大為

不同bo。

第六，派性鬥爭中暴力事件的

持續與升級，是兩派落入「暴力升

級陷阱」（violent escalation trap）的

長達十年的調查走訪

工作，使作者積累了

大量豐縣群眾組織出

版物等非公開性質的

第一手資料，以及流

散在社會上的官方文

件和檔案資料。在官

方檔案資料難以獲得

的當下，利用各種替

代性資料開展相關研

究，不失為一種切實

可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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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派性武鬥之所以不斷加劇，

是因為雙方不得不「以愈來愈激烈

的方式戰鬥，以避免失敗後可能遭

受的報復」bp。

本書對豐縣派性鬥爭的討論，

即建立於前述觀點的理論基礎上。

豐縣的個案為這一解釋體系加入新

的觀測視角，使其得以在持續挑戰

社會衝突理論的同時，完善對派性

問題的理論構建。

本書取名「十年動亂」，可以說

是針對三年文革說的一個重要突

破。文革的分期與斷限，是文革研

究的核心問題之一。長期以來，多

數海外學者接納社會衝突解釋範

式，秉持「三年文革」說，認為文革 

的時間跨度為1966年5月至1969年 

4月。本書則跳出了三年文革的分

期模式，認為對於地方群眾間的派

性衝突問題而言，1969年並非終

點。在「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

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

「全面整頓」、「批鄧反擊右傾翻案

風」等一系列由中央發起的新運動

中，派性對抗始終如影隨形。直至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豐縣的

派性問題才逐漸走向終結。因此，

本書用整整三章（第六至八章）的

篇幅細緻描述1970年代的地方政治

與派性活動，甚至涉及1980年代

「清理『三種人』」運動（頁173-74）， 

以凸顯文革後期派性鬥爭的深遠影

響。以下分四個方面加以簡述，進

一步揭示本書的貢獻與創新之處。

二　豐縣派性的形成

本書的考察重點之一是豐縣派

性的起源問題。為此，作者引入社

會學的研究路徑，分別考察豐縣中

學、豐縣棉紡織廠與豐縣黨政機關

中的相關情形，作為學生、工人及

黨政幹部三類人群的代表性案例，

從而揭示豐縣造反派的誕生與分裂

之前因。按本書敍述來看，只有工

人造反派的分裂情況較為符合社會

衝突理論的觀點。豐縣棉紡織廠的

合同工、臨時工群體期望通過造反

活動提升工資和福利待遇，技術工

人與管理層則響應中央號召批判所

謂「經濟主義歪風」，廠內職工因而

形成了兩個訴求不同的造反派別

（頁26）。

而學生和機關幹部造反派的分

裂，與文革前的社會分層並無明顯

關聯。學生造反派的內部分歧首先

在於對待工作組的不同態度。文革

早期豐縣中學的大字報事件，以及

縣委派出的工作組的壓制性處理，

使學生分裂為支持和反對工作組的

兩派。到1966年底成立紅衞兵組

織時，這兩類學生分別組成「豐中一 

司」和與之對抗的「豐中二司」。稍

晚成立的第三個紅衞兵組織實際上

與一司持類似立場，但也因此與一

司存在競爭乃至敵對的關係。後來

它為了擴大自身在造反運動中的影

響力，與二司聯手共同對抗一司。

有必要強調的是，這三個組織的成

員的社會構成沒有差別，都是貧下

中農和鄉村幹部子弟（頁20-25）。

至於幹部群體的派性分化與下

述情況有關：1966年文革爆發時， 

豐縣有將近一半的黨政幹部在外縣

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1967年 

初，留在豐縣的部分黨政幹部率先

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組織「縣委機關

赤衞隊」（頁26-28）。此後不久，外

出參加社教運動的幹部回到豐縣，

長期以來，多數海外

學者接納社會衝突解

釋範式，秉持「三年

文革」說。本書則跳

出了三年文革的分期

模式，認為對於地方

群眾間的派性衝突問

題而言，1969年並非	

終點。直至1976年粉	

碎「四人幫」後，豐縣	

的派性問題才逐漸走

向終結。

c198-202203025.indd   153c198-202203025.indd   153 31/7/2023   下午2:3131/7/2023   下午2:31



154		書評 組成新的造反組織「縣委機關幹部

紅色總部」和「縣人委機關幹部聯

合兵團」（頁49）。4、5月間，赴豐

縣「支左」的解放軍部隊牽頭成立

「豐縣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委

會」，外出歸來的幹部因未捲入豐

縣早期的派性糾紛，成為籌委會中

的主導力量。這引發了留在豐縣的

幹部造反派的嚴重不滿，幹部群體

因而分為兩大陣營（頁50-54）。不同 

群體的內部分裂為兩大造反派聯盟

的形成埋下了伏線。1967年1月， 

一司及其支持者聯合組成「炮轟縣

委聯合總部」（炮聯，頁33）。炮聯

的反對者（含學生、工人和幹部）則 

在5月建立「豐縣無產階級革命派

聯合司令部」（聯司，頁53）。此後

十年間，這兩大派性聯盟之間的敵

對活動成為豐縣地方政治發展的 

主線。

對上述歷史細節的披露，已足

以解答派性分野為何發生。不難看

出，豐縣派性形成的核心動因，是

文革爆發以後的多方政治互動，而

非文革之前十七年的社會分化。 

尤其是學生造反派與幹部造反派，

在人員構成上呈現明顯的同質性。

這兩個群體的內部分化，並非由於

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衝突和意識形

態分歧，而是源於各造反派組織之

間的社會影響力競爭。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炮聯和聯

司是否可被視作豐縣的「保守派」與

「激進派」？本書的最後一章着重討

論了這一問題。作者認為，所謂保

守派的基本特徵，是捍衞既有權力

機關的政治傾向。按此定義，聯司

和炮聯都不能被定性為保守派。一

方面，在運動初期，批判縣委的「資 

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兩派的共同訴

求（頁29）；另一方面，聯司曾以炮

聯成員包含大量幹部為由，指責炮

聯庇護保守派（頁181）。然而，不少

聯司成員亦是幹部出身（頁27-28）。 

與很多其他地方的情況一樣，指責

對方是保守派不過是兩派鬥爭中的

一個話語策略。

豐縣兩派很難被簡單地貼上

「激進」或「保守」的標籤，還因為「直 

到1966年秋天，豐縣的造反運動規

模很小、發展很慢，並未形成類似

當時在中國各大城市中出現的派系

分裂」（頁29）。而等到11月底以後

當地群眾組織大量湧現時，10月中

央工作會議早已將各級黨委置於政

治上的不利位置（頁29-30）。因此， 

豐縣的群眾組織自始至終不以「保

衞縣委」為己任，即便那些機關幹部 

組建的造反派組織也不例外。這很

可能是縣域派性形成的普遍特徵。

三　軍隊的角色

本書的一大貢獻，在於明確了

軍隊在地方派性鬥爭中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並進一步細緻描述了軍隊

捲入豐縣派性問題的具體過程及其

造成的深遠影響。作者指出，在豐

縣，軍隊的介入不僅是派性陣營最

終形成的導火索，更成為派性衝突

升級的催化劑。與人們以往的印象

不同，軍隊絕非不偏不倚的仲裁者

和促成兩派聯合的穩健力量。恰恰

相反，它應當為地方派性鬥爭的延

綿不絕承擔主要責任。

在豐縣「支左」的有兩支部隊。

其一為隸屬徐州軍分區的豐縣人 

民武裝部（以下簡稱「武裝部」）。

1967年3月，武裝部根據徐州軍分

豐縣派性形成的核心

動因，是文革爆發以

後的多方政治互動，

而非文革之前十七年

的社會分化。尤其是	

學生造反派與幹部造

反派這兩個群體的內

部分化，並非由於不

同社會階層的利益衝

突和意識形態分歧，

而是源於各造反派組

織之間的社會影響力

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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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指令，全面接管豐縣的黨政領

導權。此時，炮聯已成為豐縣最具

實力的造反派組織，對地方政局的

影響不容小覷。武裝部為了遏制炮

聯，與反對炮聯的群眾組織（即後來

的聯司）結為聯盟。然而，武裝部的

領導地位很快被另一支部隊取代，

那就是隸屬濟南軍區的人民解放軍

6174部隊（以下簡稱「解放軍」）。雙

方因對炮聯問題和其他一些問題看

法不一，逐漸由分歧走向對立，最

終形成「武裝部—聯司」與「解放軍— 

炮聯」的派性對抗格局（頁57）。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敏銳地注

意到，直到1967年初，豐縣的群眾

組織依然呈現出蜂窩狀和碎片化特

點，派性陣營分野並不明顯。倒是

實施軍管後，武裝部和解放軍對炮

聯的相反態度加劇了兩派的對立。

5月成立的聯司，實際上是武裝部

試圖抗衡解放軍和炮聯的產物。此

後，炮聯和聯司均得到軍方在政治

甚至武力方面的幕後支持，這是導

致豐縣派性鬥爭長期失控的主要原

因（頁184）。軍管原本是重建地方

秩序的措施。然而在豐縣，解放軍

和武裝部之間的分裂使軍隊的實際

作用變得極為複雜。

軍隊對派性鬥爭的影響力持續

至1969年以後。1967至1970年間， 

在中央直接干預下，武裝部的地位

不斷提高，最終成為豐縣最高權力

主體。1970年代，炮聯成員在清查 

「五一六」等運動中遭到殘酷的打擊

迫害（頁117-18）。這為批林批孔時

期豐縣派性鬥爭的再次爆發埋下伏

線（頁153-55）。 直到1975年武裝

部領導人調離豐縣以後，軍隊的影

響才逐漸消失。但當地派性鬥爭的

延續，在1975年全面整頓和1976年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期間依然

清晰可見（頁158-66）。

四　縣域政治與中央

在地方史的研究脈絡中，地方

與中央的關係是最應該受到關注的

問題之一。概要說來，本書對文革

期間豐縣與中央關聯的探討，可歸

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如前所述，作為一個偏

遠縣份，文革初期豐縣對中央高層

政治動向的反應往往存在延遲，繼

而導致文革運動和派性鬥爭發育滯

後的特徵。因此，豐縣與城市地區

一般發展過程不同，並不存在保守

派與激進派的分野。

第二，進入1967年以後，豐縣

的運動步調基本與全國運動步調一

致，中央高層政治的任何變動，都

會使豐縣的政治格局發生相應的變

化，繼而加劇豐縣的派性衝突。本

書正文後附年表，按照時間順序對

中央政治導向與豐縣局勢發展加以

歸納，具體內容涉及奪權、軍管、

「揪軍內一小撮」、大聯合、一打三

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批孔、全

面整頓、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

（頁189-96）。中央政治與地方派性

的密切關係，由此可見。

第三，文革期間中央採取包括

學習班在內的種種手段，試圖調和

豐縣的派性爭鬥，然而實際上收效

甚微。這與前面提到的高層政治影

響力形成了鮮明的悖論。兩位作者

給出的解釋是，由於造反派聯盟內

部的組織形態十分鬆散，所以兩派

頭頭對下屬組織成員的約束力極其

有限。兩派頭頭在北京學習班達成

直到1967年初，豐縣	

的群眾組織依然呈現

出蜂窩狀和碎片化特

點，派性陣營分野並

不明顯。倒是實施軍

管後，武裝部和解放

軍對炮聯的相反態度

加劇了兩派的對立。

軍管原本是重建地方

秩序的措施，然而解

放軍和武裝部之間的

分裂使軍隊的實際作

用變得極為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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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書評 的和解協定，在雙方極端份子看來

無異於一紙空文（頁74-76）。最終， 

中央高層和徐州軍方不得不放棄調

和初衷，支持武裝部通過暴力威懾

手段達到剿滅派性的目的。但通過

這種方式實現的大聯合實際上是軍

方聯合一派掌權，留下了嚴重後患。

綜上所述，就文革期間的派性

問題而言，中央政治與縣域政治的

關係頗為複雜，甚至有自相矛盾之

處。中央最終支持軍方採用強硬手

段消除派性問題，其必然後果是派

別成員自保意識的強化，以及派性

衝突「暴力升級陷阱」的形成。「暴

力升級陷阱」概念最初由魏昂德在

《斷裂的造反：北京的紅衞兵運動》

（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一書中提出，本

書雖沒有直接提及此概念，但第四

章通過詳細追溯豐縣的派性武鬥情

形，指出軍隊的介入「深化了豐縣

的衝突並導致暴力升級」（頁59），

進一步發展了魏昂德的論點。

五　關於生存的鬥爭

既往研究往往將文革中的群眾

參與歸因於人們主動提升自身處境

的願望。例如李遜曾斷言，「以革

命名份改變自己的人生，是文革能

夠發動起如此眾多民眾的重要原

因」bq。至於文革期間的暴力衝突， 

似乎也遵循着相同的邏輯。本書作

者並不認同這樣的解釋。他們指

出，「如果簡單將其歸咎於權力爭

奪（a struggle for power），未免有

流於表面之嫌⋯⋯從更根本的意

義上說，這是一場關於生存的鬥爭

（a struggle for survival）」（頁188）。 

換言之，在多數情況下，人們參與

造反運動和派性鬥爭的初衷，僅僅

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傷害。

從本書的敍述不難看出，豐縣

造反派的形成大都受到自保願望的

推動。例如，1966年7月，縣委開辦 

了一個全縣文教系統暑期集訓班，

許多參加集訓的人員被貼上「反革

命」標籤，遭到嚴厲批鬥乃至身體

虐待。10月集訓班在新形勢下解散， 

要求平反成為這批人員參加造反活

動、「炮轟」縣委的根本動力。與之

相類似，1966年底至1967年初形成 

的兩個機關幹部造反派組織也都是

幹部在群眾性造反運動威脅下的自

保措施。例如，縣委機關赤衞隊頭

頭在後來的訪談中坦言，該組織成

員大多是1966年夏天暑期集訓班

中的「革命動力」，規避受害者的報

復是他們成立造反組織的主要原因

（頁27）。

炮聯與聯司兩大造反派聯盟形

成以後，雙方都預見到，派性鬥爭

中的失敗者勢必成為「革命」的犧牲 

品（後來炮聯成員在1970年代初遭

受迫害，證實了這種預見）。中央

調和兩派的種種努力，自然難有成

效。有必要強調的是，以自保為核

心的主題，在文革後期的豐縣政治

發展中也有較為充分的反映。例如

本書提到，1975年8月，鄧小平領

導的全面整頓運動波及到豐縣。此

時武裝部負責人已被調往外地，由

復出的老幹部組成的新一屆縣委領

導班子開始為此前運動中遭到打擊

迫害的炮聯成員平反，而武裝部掌

權期間得到提拔的聯司頭頭和那些

支持武裝部的幹部多遭解職或降職。 

至1976年2月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

運動興起後，聯司頭頭及其幹部盟

就文革期間的派性問

題而言，中央政治與

縣域政治的關係頗為

複雜，甚至有自相矛

盾之處。中央最終支

持軍方採用強硬手段

消除派性問題，其必

然後果是派別成員自

保意識的強化，以及

派性衝突「暴力升級

陷阱」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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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向縣委發起反擊。儘管炮聯成員

對聯司的舉動心存不滿，但他們並

未捲入新的政治對抗。之所以如此， 

是因為炮聯已經在全面整頓期間得

到平反。此時高層政治風向瞬息萬

變，貿然捲入新的衝突有可能將自

己置於危險的境地（頁158-66）。

六　餘論

綜前所述，兩位作者在南京研

究和徐州研究的基礎上，以1966至

1976年間的豐縣為個案，詳實記

述了縣域派性鬥爭的推進過程。作

為文革研究學術史上第一部「下降」

至縣級行政區的專著，本書首次展

現了派性問題在行政圖譜「邊緣」

的表現樣態，同時揭示了縣與更高

行政區乃至中央高層政治之間的聯

動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和上海、

南京等大城市相比，豐縣的群眾運

動規模較小，當地政治關聯式結構

較為簡單，故與派性問題直接相關

的許多議題，在豐縣的個案中都顯

得更加直觀，其內在的邏輯線索也

更加清晰。因此，地方在文革史視

域中的再現，無疑將極大地推進人

們對文革的理解。

基於大量史料的敍事性寫作是

本書的一大特徵。豐富的史料使本

書的敍事得以追溯事件背後的種種

細節，一些具有啟發意義的新見解， 

在十分連貫流暢的歷史敍事中自然

而然地浮出水面。與此同時，兩位

作者一如既往，積極致力於重建派

性問題的理論解釋體系，故本書又

不僅限於眾多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

的簡單堆砌，而是帶有較為顯著的

理論建構色彩。這在緒論和結語部

分表現得最為充分。緒論借助「偏遠 

縣份與省內及中央政治的關係」、

「造反階層的內部分裂」、「政治權威

與公共秩序的長期惡化」等數個議

題，提綱挈領地概括了派性鬥爭問

題的結構性特徵（頁5-6）。結語部分

則在正文的敍事基礎上，結合豐縣

的實際情況，使這些議題得到進一

步闡釋與抒發（頁177-82、187-88）。 

以上種種，均有助於更新我們對文

革派性鬥爭的系統性認識。

豐縣的個案究竟有多大的代表

性？對地方史的研究者而言，這似

乎是一個永恆的話題。本書認為，

儘管豐縣個案可能存在着許多特殊

之處，但仍可從中得出部分普適性

結論：第一，豐縣派性發展遲滯，

群眾運動的規模與能量均難與城市

相比；這似乎是中國大部分農村地

區的共有特徵。第二，不同系統的

軍隊在地方上的群眾派性衝突中選

邊站隊，強化了兩派的派性認同，

加劇了兩派的暴力衝突；這種現象

在山東、陝西和江蘇北部普遍存在

（頁182-85）。第三，如果將南京、

徐州與豐縣的情況稍作對比，便不

難發現在同一省內，中心城市與

「邊緣」縣份的派性鬥爭呈現出高度

的結構相似性，這意味着中央政局

對地方政治的持續影響，應為全國

性的普遍現象。

誠然，豐縣派性的種種特徵並

不能被直接視作放之四海而皆準 

的普適定律。例如，豐縣所在的徐

海地區即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1968年夏秋「全國河山一片紅」

時，徐海地區仍舊處於動亂之中

（頁98）。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地區 

的差異性形成於相同的宏觀歷史 

語境中，受到當時特有的一些政治

本書首次展現了派性

問題在行政圖譜「邊

緣」的表現樣態，同

時揭示了縣與更高行

政區乃至中央高層政

治之間的聯動關係。

和上海、南京等大城

市相比，豐縣的群眾

運動規模較小，當地

政治關聯式結構較為

簡單，故與派性問題

直接相關的許多議題

都顯得更加直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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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書評 議題的統攝。本書對豐縣的歷史敍

事，已足以更新我們對文革派性鬥

爭的見解。這亦提示，對於文革期

間群眾運動中究竟發生了甚麼，我

們仍需要更多來自地方層面的實證

研究。本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

的範例；未竟之處，則有待研究者

進一步探索與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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